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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石成金的学校?*

———对学校“加工能力”的探讨

谢桂华 张阳阳

提要: 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通过追踪初中生学业表现的变
化趋势，期望探讨各种特征的学校在提高学生学业方面是否效能有异。本研
究发现: 整体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生源水平更好、物质设施更完备的学校可以
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 相反，学校在当地社区的排名、学校整体的师
资水平以及学校部分管理措施则对改善学生学业表现没有显著作用。进一
步的研究发现，学校难以弥补不同基础的学生在学业方面的固有差距。

关键词: 学校加工能力 学生成绩增值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生源水平

一、引 言

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和防止向下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

而优质学校则普遍被视为获得更高学业水平的重要途径( Ye，2015; 唐

俊超，2015) ，因此父母们为了能够让子女进入更好的中小学就读往往

不遗余力。在筹备幼升小、小升初和中考过程中所形成的占坑、培优、
掐尖、择校、共建、学区房等各种与升学有关的名词术语背后反映的都

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激烈争夺，引发了人们对教育公平以及学校效用

的各种讨论。有声音认为，优质学校通常拥有更雄厚的物质资源、更强

大的师资力量或者更优秀的生源，因此其出色表现建立在教育资源分

配不平等或者招生政策倾斜的基础之上 ( 刘力等，2009 ) ，而不能归因

于学校本身的效用。①

与社会的声音相呼应，不同学校在教育成效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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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哪些因素能够对学校的教育成效产生影响，这二者也一直是教育社

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仍未达成统一意见。比

较一致的发现是，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 /阶层构成①与学生的学业表现

和升学率紧密相关( Crosnoe，2009; Palardy，2013) 。这一关联背后既体

现了学生的家庭效应和同伴效应 ( Coleman et al． ，1966; Dreeben ＆
Bar，1988) ，也可能反映了学校教育资源、教师质量与教学实践等各方

面的效用( Engberg ＆ Wolniak，2014) ; 国内对学校效用的关注集中探讨

了重点中学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并且发现重点中学的学生在学业

上往往有更好的表现和发展( Ye，2015 ) ，对此可能的解释主要集中于

学校的师资力量和其他难以直接观察和测量的因素，如学校管理体制

和学校氛围等( 王骏等，2017) 。
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比较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还是比较不同

社会经济地位的学校，其背后都潜藏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即学校

与学生之间并非随机匹配，各个学校录取的学生往往具有不同的学习

基础和学习能力( 如重点高中根据中考成绩择优录取) ，由此也带来了

严重的样本选择问题。因此，如果在探讨和比较学校对学生学业表现

的影响时未能控制学生入学时的基础或者家庭背景差异等因素，则不

可避免地会高估部分学校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净效应 ( 王骏等，2017 ) ，

并进而在讨论学校教育如何影响到( 维持、扩大还是缩小) 不同阶层学

生的 学 业 表 现 以 及 未 来 的 社 会 地 位 获 得 差 异 时 ( Raudenbush ＆
Eschmann，2015; Downey ＆ Condron，2016) ，产生解释偏差。

有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增值”( value-added) 的概念，即关

注学生在某一时段内学业的变化。通过考察学校对学生教育增值( 而

非仅仅是某一时点的教育水平) 的影响，就相当于控制了学生的初始

水平，可以更加准确地辨识学校在促进学生学业水平方面的效能 ( 托

马斯，2005) 。
由此，本研究希望借助于“教育增值”的概念，更加准确地揭示出

学校在学生教育获得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具体来 说，本 研 究 将 使 用 中 国 教 育 追 踪 调 查 ( China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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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Survey，CEPS) 的第一轮与第二轮数据建立一个包含学校、家庭

和个体三方面因素在内的综合模型。通过追踪义务教育阶段初中生学

业表现的变化趋势来比较不同学校以及同一学校内部的不同因素对学

生学业变化( 学业增值情况) 的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把学校对学生的教育过程看作工厂对原材料的加

工过程，把学生的学业变化视为学校产品加工结果的话，我们将探讨不

同学校是否存在加工能力的差异，以及学校加工能力的可能来源。此

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学校分层与学生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或者更

宏观地说，学校及其各种配置在社会阶层再生产中的作用。此外，本研

究的成果也将有助于未来的学校教育改革，推动教育公平发展。

二、学校在个体教育获得中的作用

目前有关教育获得和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已经对家庭在个人教育获

得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挖掘，并

且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论( 李煜，2006; 刘精明，2008 ) 。但是对于教育

另外一个主阵地学校效应，即学校能否对个人的学业表现产生可测量

的影响以及学校哪些具体的因素可以对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学

术界依然存在较大争议。
1966 年科尔曼报告( Coleman Report) 的发表首先开启了教育社会

学领域对学校效应( school effect /effectiveness) 问题的讨论。该报告发

现: 相对于学生自身的家庭背景、邻里和同伴，学校在物质资源、师资和

课程等方面的投入对学生成绩( standardized test scores) 所产生的影响

微乎其微( Coleman et al． ，1966) ，或者进一步说，学校未能弥补来自不

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在学业水平上的差异( Downey
＆ Condron，2016) 。后来的研究者反复检验了科尔曼的这一研究发现，

采纳了更为精确的研究方法，各种发现纷呈，但始终无法就学校教育总

体上是扩大、维持还是缩小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学业水平差异

( 以及更为宏观的社会不平等) 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Raudenbush ＆
Eschmann，2015; Jennings et al． ，2015; Downey ＆ Condron，2016;

Domina et al． ，2017) 。
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发现是，学校的某些总体特征，如学校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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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地位和学校质量与学生的学业表现紧密相关。就读于社会经济

地位高的学校可以显著改善学生的学业表现、延长学生的教育年限、提
高学生的教育期望( Palardy，2013; 吴愈晓、黄超，2016) ; 传统上所说的

“好”学校，如美国的磁石学校( magnet school) 和国内的重点中学也都

可以明显增进个体的学业发展。国内的研究显示，相较于非重点中学

( 高中) ，重点中学的学生在学业成绩、升学和上精英大学的几率方面

都占据显著优势( Ye，2015; 唐俊超，2015) 。
需要说明的是，学校总体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学生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一致的，前者反映的是后者的集聚效应。而

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者质量差异之所以会带来学生教育结果的差

异，关键的因素可能在于它们背后所反映的学生在家庭、同伴和邻里等

背景方面的差异，以及 /或者学校在资源配置和教学实践管理等方面的

差异( Palardy，2013) 。不过，与对学校总体效应的研究类似，有关学校

各类物力、人力等资源配置因素和教学实践因素对学生学业表现影响

的研究发现同样存在较大分歧。
在有关学校物力和人力资源投入效应的争议当中，最著名的莫过

于汉纳谢克( Hanushek) 与海吉斯( Hedges) 等人的多回合论战。前者

认为，控制学生家庭因素之后，多个衡量学校资源配置 ( 包括师资配

置) 的指标，如学校生均开支、生师比、教师工资、班级规模、学校设备、
教师总体的教育程度和经验等因素，与学生的学业成绩之间均不存在

系统的相关关系 ( Hanushek，1989: 49，1997 ) 。但是后者的研究却发

现，在学校投入与学生成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特别是生均经费投入

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影响，并且这一发现在不同的研究当中表现出足够

的稳健性( Hedges et al． ，1994: 13; Greenwald et al． ，1996) 。
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学校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争议。有研究

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学校的资源投入( 如生均经费、教辅材料、图书馆

建设和教师技能培训等) 因素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密切相关( Heyneman
＆ Loxley，1983) ; 但也有研究提出，与发达国家类似，发展中国家包括

教育经费和人力资源在内的各项资源投入都未必能得到相应产出

( Hanushek，1995 ) 。不过讨论的双方都同意，一些基本的学校资源

( minimal levels of basic school resources) ，比如课本和最基础的设施

( minimal facilities) 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有重要影响 ( Hanushek，1995;

Kremer，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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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物质资源投入上存在的争议，有研究者认为，资源投入是否有

效与当地教育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基本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的国家或

地区( 多为发展中国家) ，基本投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业成

绩。但是在教育投入较为充裕的地区( 多为发达国家) ，超出基本投入

之外的额外资源并不会带来更多收益( Buchman ＆ Hannum，2001) 。
对于身处发展中国家之列的中国来说，已有研究基本肯定了学校

人力资源投入( 包括生师比、专任教师资格比例) 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正

面影响，但对于学校物力( 如生均校舍面积、生均图书册数) 和财力资

源( 生均教育经费 /共用经费等) 投入的作用，仍然存在争议( 胡咏梅、
杜育红，2009; 侯玉娜、沈爱祥，2014 ) 。不过，此类研究大都基于西部

地区的数据，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在教育投入和资源配置方面的较大

差异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用与整体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 ( Buchman ＆
Hannum，2001) ，使用地区性样本得出的结论能否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可能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除了考察学校资源配置的效应，学者们还注意到了学校教育过程

( schooling) 的重要性，提出具体的受教育过程很可能是导致学生学业

表现差异的最重要因素( Raudenbush ＆ Eschmann，2015) 。具体来说，

有研究探讨了教学时间安排、具体教学方式、老师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师

生互动等学校内部教育过程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 ( 马雷特等，

2004) 。教学时间方面，有研究发现学年( school year) 和教学日( school
day) 的时间安排与学业表现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但是关系的大小却存

在较大争议( Hallinan，1988 ) 。不过，仍有研究者提出，可通过延长在

校时间( 比如普及学前教育、延长学期时间等) 来减小不同社会经济地

位的家庭对学生的影响( Raudenbush ＆ Eschmann，2015) ，也有很多国

家和地区把延长在校时间和增加每天的教学时间作为强化学习投入的

重要途径( Bellei，2009) ; 课堂内的教学互动，包括学生的课堂参与次

数、师生之间的互动质量均能显著地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 Gamoran et
al． ，1995; Crosnoe et al． ，2004) 。

也有研究把教学管理纳入到教育过程或者教学实践( practice) 的

范畴当中，并且发现，学校对学业的重视，即学业压力( academic press)
同样会对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 Berends，2015; Palardy，2013) 。

上述研究无论是探讨学校总体特征( 包括学校社会经济地位和学

校质量) 的影响，还是争论学校内部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具体机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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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的讨论大多是静态的，关注的是学生在某一

个具体时间点的教育成果。但学校录取学生往往存在较强的选择性，

因此，在探讨社会经济地位高 /重点 /好学校的效应及内部机制时，如果

没有事先控制所招收学生入学之时的学业水平或学习基础，而只是孤

立地关注学生在某个时点的表现，就很可能会导致估计偏差，高估学校

因素对学生个体的影响( 王骏等，2017) 。
有鉴于此，教育界提出了“增值”( value-added) 的概念或使用纵贯

数据进行分析，二者都强调在分析学校效应时不仅要关注学生在某一

时点的绝对产出，还要控制学生在此之前的表现，以讨论学校在一定时

期内对学生各方面教育成果的增值所产生的影响( 托马斯，2005) 。这

种理念和方法在英美等国家已经得到大量应用。已有研究发现，根据

学生原始分数( raw score) 计算的学校排名与使用增值分数计算的排名

之间有较大差异。那些日常认知中的“好”学校在改善学生学业方面

不一定突出，而那些影响学生最终成绩的变量也不一定会影响学生的

进步得分，反之亦然( Strand，1997) 。
可能是囿于资料的可得性，国内目前对教育增值问题的关注还比

较少，尽管有一些教育管理部门或者学校在比较各学校升学结果时考

虑了类似的指标( 陈晓璇，2013) ，研究者们也围绕“增值”的理念和方

法做了大量介绍和探索工作( 托马斯，2005; 边玉芳、林志红，2007) ，但

真正运用这一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还寥寥无几。已有的几篇研究主要

分析了控制学生中考成绩( 入学起点) 之后，个人、家庭、学校等各方面

因素对学生高考成绩或者高中会考成绩的影响。此类研究发现，学生

学业成绩方面的差异( 50% 到 60% 的变异) 可以由学生入校之前的学

习基础和学校的生源水平来解释，学校物质资源和师资水平等因素在

促进学生学业进步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 马晓强等，2006; 杜屏、
杨中超，2011; 王骏等，2017 ) 。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目前流

行的“生源说”，表明学生目前的学业成绩更多的是以往各方面因素累

积的结果，学校的作用非常有限。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已经在学业成绩和教育获得等静态指标之外

关注到学业成绩的发展变化和增减( gains) ，并且开始探讨控制学生的

初始水平之后各方面因素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些不

足。首先，囿于数据限制( 普遍基于地方数据) ，这些发现仍旧未能基

于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样本，系统回答学校在促进学生的学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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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否表现出了不同效用以及这些效用的来源; 其次，国内有限的研

究基本都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高中教育，学校之间的优次差异

( 以示范性高中、重点高中、普通高中等的名义存在) 以及差异性招生

政策是允许的，还未有研究从教育增值的角度探讨过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校( 这些学校本应担负起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 在促进学生学业能

力提升方面的效用问题。
由此，本研究拟使用以初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的 CEPS 数据，分析

包括学校质量、资源配置、教育过程、学校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源水平等

因素在内的学校特征对个体学生学业表现和增值的影响。

( 一) 学校质量假设

不少研究都发现了重点中学制度在学生教育获得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唐俊超，2015) ，但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强调教育公平，不允许区

分重点校和非重点校。① 不过，尽管官方不会发布学校的分类和排名，

当地社区却经常会根据各学校历年的统考成绩和升学情况对学校进行

分类和排序。因此，在本研究当中，我们把学校在当地社区的排名( 口

碑) 作为民间认可的学校教学质量的测量指标，并且认为其在促进学

生学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假设 1: 学校排名( 口碑) 对学生的学业水平增值有显著影响。排

名越靠前的学校，学生学业成绩的增长幅度也越大。

( 二) 资源配置假设

学校效用的研究一直关注学校物质和师资资源的投入对学生学业

成绩的影响，但是始终未能取得一致结论( Hanushek，1989: 49，1997;

Hedges et al． ，1994: 13) 。国内的相关研究虽然验证了教师质量在促

进学生进步方面的重要性( 胡咏梅、杜育红，2009) ，但是仍缺乏基于全

国代表性样本的系统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假定学校物资和师资的投

入有利于促进学生成绩的进步。
假设 2A: 学校的物质资源投入对学生的学业水平增值有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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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义务教育法》第 22 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

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http: / /
old． moe． gov． cn / /publicfiles /business /htmlfiles /moe /moe_619 /200606 /15687． html) 。



响。学校的物质资源投入越多，学生学业成绩的增长幅度也越大。
假设 2B: 学校的整体师资水平对学生的学业水平增值有显著影

响。整体的师资水平越雄厚，学生学业成绩的增长幅度也越大。

( 三) 教育过程( schooling) 假设

相对于学校质量、名声和资源设置，教育过程是一个更加动态的概

念，是由学校、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构建、实现预期教育目标的过程。
它既包括学校为达到教育目标而实施的教学管理，也可以包括学校的

教学环境，比如师生之间在教学上的互动关系。
已有研究从班级内部师生互动的角度验证了良性师生互动的重要

性( Gamoran et al． ，1995; 张阳阳、谢桂华，2017) ，但学校整体的师生关

系氛围是否会对学生学业表现发挥显著影响，这是本研究希望解答的

一个问题。
在教学管理方面，强调升学率和延长教学时间都是学校促进师生

增加教学或者学业投入、提升学业成绩、并最终提高学校整体升学率的

重要管理措施。但是延长教学时间的效率如何，它能否真正促进学生

成绩的提高，我们将对此进行考察。
此外，国内针对学生高考成绩的研究也提出，学生学业成绩的进步

可能更多受益于无形的学校氛围和学校管理制度 ( 王骏等，2017 ) ，但

是该提议还未曾使用经验数据进行验证，因此本研究希望把学校教学

环境、教学时间安排和老师面临的升学压力作为衡量学校氛围和学校

管理制度的指标，讨论其对学生学业成绩的促进作用。
假设 3A: 学校的教学环境对学生的学业水平增值有显著影响。学

校的整体教学环境越积极正面，学生学业成绩的增长幅度也越大。
假设 3B: 学校的教学管理对学生的学业水平增值有显著影响。教

学管理包括两个方面: 教师感知到的升学压力和学校的教学时间。

( 四) 学校的生源水平假设

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被视为衡量生源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

它反映了所招收学生( 生源) 在家庭背景方面的集聚效应，并且始终是

学校效应研究关注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

地位学 校 学 生 的 学 业 成 绩 显 著 高 于 低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学 校 的 学 生

( Palargy，2013) 。但是，这样的学业优势有可能是带入性的，即这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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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学生在迈入校门之时就已经拥有学业优势，之后学校只是起到了

维持作用( Raudenbush ＆ Eschmann，2015) 。因此，我们希望考察学校

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否同样促进学生学业成绩的进步。
假设 4A: 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学业水平增值有显著影

响。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学业成绩增长幅度也越大。
生源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学生入学之时的学习基础( 学业水

平) 。基于地区性数据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入学基础是预测学生目前

学业成绩和成绩进步的重要因素( 王骏等，2017) 。学习基础又可以分

为集体性的和个体性的。如果学生的整体学业水平较高，有可能塑造

一个互相激励或者竞争激烈的学习环境，促使身处其中的学生更加努

力( Ryan，2001) 。由此，本研究从学校整体的生源水平和个体水平两

方面进一步检验相关发现。
假设 4B: 学校整体的生源学业水平和个体学业基础对学生的学业

水平增值有显著影响。学校的生源水平越好，学生入校前的学习基础

越好，学生学业成绩的增长幅度也越大。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 一)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

并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 CEPS) 。① 该调查是国内首个从初中阶

段开始、针对青少年学生群体的大规模追踪调查项目。
CEPS 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 PPS) ，在全国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抽取了 28 个县级单位( PSU) ，每个 PSU 抽取四所学

校，每所学校在七年级和九年级各抽取两个班进行整群调查。基线调

查共获得 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 个别学校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或者

年级不全) 的 19487 份有效学生问卷( 其中七年级 10279 份) ，19007 份

家长问卷，1412 份教师问卷和 112 份学校领导问卷( 详情参见王卫东，

2016) ; 第二轮调查共追访到 9920 名原七年级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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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调查于 2013 －2014 学年实施了基线调查，并于 2014 － 2015 学年进行了第二轮追访。调

查详情( 如抽样设计、调查手册、调查问卷、项目实施等) 可参见 http: / / ceps． ruc． edu． cn。



师、校长。
本研究重点关注学生在两轮调查期间的学业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因此需要选取完整参与了两轮调查的样本。在剔除了有缺失变量的样

本之后( 包括中途转进、转出的学生) ，最终得到 9266 个分析样本。

(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学生学业水平的变化。由于调查采集到的学生

成绩是以学校为单位组织的期中考试成绩，难以跨校比较，因此本研究

使用学生认知能力测试的标准分作为学业水平的近似测量值。认知能

力测试由 CEPS 项目组设计并实施，在获得测试的原始分之后，项目组

又基于项目反应理论( Item Response Theory，IRT) 将其转换为 3PL 模型

标准分，以便在不同学校、地区和轮次之间直接比较。①

2． 自变量

除个别变量之外，本研究使用的自变量均为学校层次变量。考虑

到自变量在两轮之间的变异很小，并且 CEPS 在追访的过程中校正了

基线调查时出现的错误和疏漏，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以第二轮为主。
学校质量( 口碑) 我们用学校在当地的口碑( 排名) 作为测量学校

质量的民间指标。根据校长问卷填答人对本校在本县区的排名估计

( 包括“最差、中下、中间、中上、最好”五项) ，本研究将学校分为“中等

及以下、中上、最好”三类。
资源配置包括物质资源和师资水平两项。物质资源涵盖了实验

室、电脑教室、图书馆、音乐室等在内的 12 项内容，本研究将此处理为

12 个虚拟变量，“没有”赋值为 0，“有”( 无论设备有待改善还是良好)

赋值为 1，然后对学校进行加总，得到一个取值在 2 － 12 之间的变量。
分值越高表明学校的物质设备越齐全。此外，根据校长问卷填答的学

校师资信息，本研究计算了各校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教师的比例，作

为师资水平的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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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分学校和年级计算了学生的认知能力得分与期中考试成绩( 语数外总分) 之间的相

关系数，七年级和八年级的相关系数的中位数分别为约 0. 45 和 0. 6，表明使用认知能力

得分作为学业水平的替代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关于 CEPS 认知能力测试的具体信

息( 例如设计原则、题目结构、技术报告等) 可参见 http: / / ceps． ruc． edu． cn / index． php? r
= index / technologyReport。



教学环境使用师生之间的互动来测量。CEPS 询问了学生与每位

主科老师在教学中的互动情况，包括“数学 /语文 /英语老师经常提问 /
表扬我”。根据在第一轮受访的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的填答情况，本

研究计算出各校所有学生的平均值，作为学校教学环境的测量指标。
取值越大，则该校的师生互动，特别是积极的互动越频繁，学校的教学

环境越良好。
学校教学管理包括教学时间安排和学校升学压力两方面。( 1) CEPS

在校长问卷中询问了学生“每周到校上课天数”以及“学生每天在校时间

安排”，本研究据此计算了每所学校学生白天的在校时长，生成一个取值

在 8 －14 小时之间的变量，作为对学生日常在校上课时间的测量; ( 2) 学校

升学压力方面，通过所有受访教师感知到的“学校在学生升学率方面的压

力”，①本研究计算出一个平均值，得分越高，表明老师的教学压力越大。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学校阶层构成。根据 CEPS 在第一轮调查中

收集到的七年级和九年级家长填答的父母教育程度和职业信息，本研

究计算了学校中父母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或者父母是机关企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该比例越高，表明学校整体的社

会经济地位越高。
整体生源学业水平。CEPS 询问了每位学生六年级时的班内排名

和班级总人数，本研究据此计算了每个学生小学毕业时的班级排名的

百分位数，然后汇总计算出各学校的中位数，以此测量学校总体的生源

质量，②该变量的取值越大，表明学校总体生源越好。
学习基础。此为学生个体层次的变量。CEPS 询问了受访学生小

学六年级时在语数外三门主科上的学习吃力程度，根据学生对自身情

况的评估( 从“一点也不吃力”到“特别吃力”) ，本研究计算了每位学

生的平均得分，作为对他们进入初中时学习基础的近似测量，得分越

高，表明他们当时学习越吃力，学习基础越差。

151

论 文 点石成金的学校?

①

②

平均值的计算涵盖了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所有教师，重复入样的老师只保留第二轮的回

答，或者只保留班主任或班级号较小的任课老师( 如果同轮重复入样) 的回答。
由于国家政策禁止义务教育阶段设置重点学校，因此 CEPS 没有询问学生六年级时就读

的小学是否属于重点校。此外，由于九年级学生未填答“班级总人数”信息，无法计算他

们的班级排名，因此整体生源水平的测量只涵盖了七年级学生。班级排名变量的取值表

明班级中有百分之多少的学生排名在其之后 ( 例如，90 表明该生属于班级的前 10% ) 。
据此汇总的学校中位数表示学校招收的学生当中有一半学生的班级排名在此中位数以

上( 例如，90 表示该校招收的学生中有一半在六年级时都是班里的前 10% ) 。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包含了个体、家庭、班级和学校四个层次的控制变量。个体

层次包括性别( 女生为参照) 、户口类型( 农村为参照) 、学生学习习惯

( 学习努力程度) 和学生参与课外辅导的情况。
对于学生学习习惯 /努力程度、问卷要求受访学生回顾了学生过去

一年的学业行为表现，①并据此计算了每位学生的平均得分，作为对其

学习习惯 /努力程度的测量。此外，根据学生在第二轮调查中所填答的

参加辅导班的情况，本研究建立了参加课外辅导的虚拟变量，若参加了

奥数、普通数学、语文 /作文、英语中任何一个科目的补习，则赋值为 1，

否则为 0。
家庭层次的控制变量包括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 家长自

评)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取父母双方最高的) 和职业( 如果父母双方有

一个为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则取此值，否则以父亲的

职业为主，缺失时以母亲职业填充) 。
班级层次的控制变量包括班主任性别( 女性为参照) 、受教育程度

( 是否全日制本科或以上) 和教龄( 以年为单位并纳入教龄平方) 。
此外，由于参与调查的学校众多，CEPS 同一轮调查往往跨越上下

两个学期，这可能导致不同学校的学生在两轮测试之间学习积累的时

间长度不同，为了避免由此导致的误差，本研究以“月”为单位计算了

两轮调查之间的时间间隔。②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 三) 模型设定

本研究重点关注学校层次的各方面特征对学生学业水平( 用认知

能力测量) 变化的影响，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学校和个体两个层次，

学生个体层次嵌套于学校层次当中，因此，本研究拟使用两层随机截距

模型( multilevel linear model with random intercept) 进行统计分析，以便

准确估计学校层次的各方面特征对学生个体学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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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问题包括“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里，我仍然会尽量去上

学”，“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力去做”和“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

完，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1 － 4 分分别代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学校层次的常见变量，比如城乡、学校的平均教育期望等等，与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

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因此未代入模型。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比例
(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比例
( 标准差)

个体层次( N =9266)

认知能力测试标准分( 八年级)
. 600

( . 997)
男生

. 521
( . 500)

认知能力测试标准分( 七年级)
－ . 046
( . 869)

城市户口
. 472

( . 499)

认知能力得分增值
. 646

( . 877)
独生子女

. 427
( . 495)

家庭经济状况 父母职业

困难
. 214

( . 410)
农民

. 217
( . 412)

中等
. 721

( . 449)
普通职工

. 189
( . 392)

富裕
. 065

( . 247)
技术工人

. 159
( . 365)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专业人员
. 247

( . 432)

小学及以下
. 067

( . 250)
个体户

. 172
( . 377)

初中
. 404

( . 491)
其他

. 016
( . 126)

高中、中专
. 288

( . 453)
过去一年的学习习惯

3. 154
( . 757)

大学专科
. 105

( . 306)
参加课外辅导

. 357
( . 479)

本科及以上
. 137

( . 344)
学习基础
( 六年级时的吃力程度)

2. 056
( . 683)

班级层次( N =291)

班主任性别: 男性
. 364

( . 482)
班主任教育程度
(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 436
( . 497)

班主任教龄( 年)
14. 667
( 7. 823)

学校层次( N =112)

入学时长( 月，第二轮调查时)
17. 875
( 2. 895)

两轮调查之间的时长( 月)
12. 982
( .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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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变量
均值 /比例
(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比例
( 标准差)

学校口碑 教学环境( 师生互动)
2. 579
( . 245)

中等及以下
. 250

( . 435)
教学时间安排
( 每日在校时长: 小时)

9. 757
( 1. 175)

中上
. 536

( . 501)
学校升学压力

1. 991
( . 411)

最好
. 214

( . 412)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 277
( . 244)

学校物质资源
8. 357

( 1. 582)
总体生源水平( 招生的中位值)

. 677
( . 079)

学校师资水平
( 本科及以上教师比例)

. 825
( . 213)

第一层: 个体层次

Yij = β0j +∑
n

k = 1
β0k Xkij + βz Zij + εij

其中，Yij表示第 j 个学校、第 i 个学生的学业水平在两轮调查期间

( 即七年级和八年级时期) 的变化，Xkij表示第 j 个学校、第 i 个学生、第
k 个自变量的取值，Zij表示个体层次的所有控制变量，εij表示个体层次

的随机误差项，β0j是随机截距，表示第 j 个学校在所有变量取零值时学

生学业水平变化的取值。
第二层: 学校层次

β0j = γ00 +∑
m

v = 1
γ0v Wvj + γ0sSj + μ0j

其中，Wvj表示第 j 个学校、第 v 个学校层次自变量的取值，Sj 表示

学校层次的控制变量，μ0j 是学校层次的随机误差项，γ00 表示所有学校

层次的变量取零值时学生学业水平变化的取值。

四、学校特征与学校加工能力

为了更清楚地阐释学校多个因素在促进学生学业成绩变化 (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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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研究建立了两套模型。模型 1 至 4 以静态

的学业水平( 八年级的认知能力测试标准分作为近似测量值) 作为因

变量，模型 5 至 7 则以学生学业水平的变化 /增值( 七年级与八年级认

知能力测试标准分之间的差值) 作为因变量。对两套模型分析结果的

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原来的一些认知误区，更精确地展示学校各方

面因 素 对 学 生 学 业 发 展 的 作 用。表 2 给 出 了 各 模 型 的 统 计 估 计

结果。①

表 2 影响学校加工能力的因素分析: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

变量
学业成绩( 认知) 得分 学业( 认知) 增值

( 1) ( 2) ( 3) ( 4) ( 5) ( 6) ( 7)

学校在本县区
排名中上

. 233*

( . 098)
. 222*

( . 096)
. 162 +

( . 093)

. 135
( . 088)

. 087
( . 076)

. 043
( . 074)

. 044
( . 072)

学校在本县区
排名最好

. 474＊＊

( . 119)
. 462＊＊

( . 116)
. 318＊＊

( . 119)
. 242*

( . 115)
. 230*

( . 093)

. 122
( . 095)

. 092
( . 093)

学校物质资源
. 082＊＊

( . 027)
. 087＊＊

( . 027)
. 073＊＊

( . 026)
. 074＊＊

( . 025)
. 058＊＊

( . 022)
. 049*

( . 021)
. 052*

( . 021)

学校师资水平
. 435*

( . 210)

. 238
( . 218)

－ . 012
( . 219)

－ . 054
( 0. 208)

. 126
( . 175)

－ . 041
( . 175)

－ . 094
( . 171)

教学环境
( 师生互动)

. 432*

( . 169)
. 357*

( . 168)

. 230
( . 160)

. 239
( . 146)

. 208
( . 141)

. 129
( . 137)

教学时间安排
( 小时 /天)

. 018
( . 034)

－ . 013
( . 033)

. 012
( . 028)

. 026
( . 027)

. 010
( . 026)

学校升学压力
. 042

( . 094)
. 039

( . 089)
－ . 017
( . 078)

. 005
( . 076)

. 014
( . 073)

学校社会经济
地位

. 687＊＊

( . 193)
. 515＊＊

( . 191)
. 501＊＊

( . 157)
. 397*

( . 158)

总体生源水平
1. 149*

( . 522)
. 847*

( . 407)

学习基础
( 学习吃力程度)

－ . 312＊＊

( . 013)
－ . 206＊＊

( . 012)

常数项
－ 2. 113＊＊

( . 352)
－ 3. 153＊＊

( . 534)
－ 3. 098＊＊

( . 724)
－ 1. 959＊＊

( . 706)
－ 1. 838*

( . 811)
－ 2. 031＊＊

( . 780)
－ 1. 464 +

( . 770)

注: ( 1) 样本包含 112 所学校的 9266 名学生。( 2) 括号中为标准误。( 3) + p ＜ 0. 1，* 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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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只展示了自变量显著性发生变化的嵌套模型，并且也没有展示和讨

论控制变量的作用，读者如有兴趣可以联系作者获取。



在对各模型进行统计估计之前，本研究首先拟合了不包含任何自

变量的零模型( 未在此展示) ，以便考察学校层次因素对因变量的解释

能力。结果显示，当静态的学业水平为因变量时，约有 31% 的变异能

够为学校层次因素所解释; 但如果把学业水平的变化作为因变量，则学

校层次因素大约能够解释因变量 11% 的变异，也就是说，学校层次因

素的解释能力大为减弱。
模型 1 至 4 首先分析了不同层次因素对学生第二轮学业水平的影

响，这种对学生某一时点的成绩进行研究的静态分析方法也是研究学

生学业水平的最常见方法，而这几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也再次证实了以

往同类研究的发现，即: 控制了个人和家庭等各方面因素之后，学校的

各方面因素与学生的学业成绩之间基本都存在显著性关系。
模型 1 表明，在增加其他学校层次的自变量之前，学校口碑( 在本

县区的排名) 、物质资源与整体师资水平与学生的学业水平均显著相

关，学校在县区的排名越靠前、物质资源越充足、拥有本科或以上教育

程度教师的比例越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也越好。不过，引入学校的教学

环境变量( 模型 2) ，即学生所感知到的老师鼓励与表扬的频率之后，学

校的师资水平变量不再有效，也就是说，师生互动，特别是老师对学生

的鼓励和表扬与师资水平有一定的关联，但前者在影响学生学业水平

方面的重要性超过了后者。进一步控制了学校的整体生源水平之后

( 模型 4) ，学校的教学环境变量也不再显著。
此外，学校排名( 口碑) 的效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考虑了学校社

会经济地位变量后( 模型 3) ，学校排名的效应开始发生松动，排名在中上

的学校与排名在中等及以下学校之间的效应差异只在 0. 1 的水平上显

著。进一步引入学校总体生源水平和学生入学之时的学习基础变量后

( 模型 4) ，排名中上的学校与排名在其之下的学校之间不再有显著差异，

不过就读于排名最靠前的学校的学生在学业方面依然存在显著优势。
另外，两个测量学校教学管理的变量( 模型 3 和 4) ，即学生在校时

间与老师感知的升学压力对学生的学业水平没有表现出显著效应。
总的来看( 模型 4) ，学生的学业水平不仅与学校的质量( 口碑) 相

关，也与学校物质资源的完备程度以及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
就读于当地最好学校的学生在学业水平上一直拥有显著优势; 其次，学

校物质资源完备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改善学生的学业水平; 并且与以

往研究的发现相一致，学校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学生学业水平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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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家长当中从事白领工作或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每提高 10%，学

生的学业水平可以提高约 0. 05 个标准分( = 0. 515 /10) 。
同时，学校总体的生源和个人入学时的学习基础也对学生的学业

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统计估计结果显示，学校的总体生源水平，即所

招收学生六年级时班级排名的中位数每提高 1%，学生个体的学业水

平得分大约可以提高 0. 01 个标准分; 个体层次上与此一致，学生在六

年级时的学习基础越差( 学习吃力程度越高) ，其在八年级时的学业水

平也越低。这两个发现都充分显示出学校 /学生目前的学业水平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其初始水平的影响，这一发现更显示了在研究学生目前

学业水平时控制其初始水平的必要性( 即本研究的模型 5 － 7 所示) 。
不过，一些与教师特征相关的学校层次因素，如师资水平、通过师

生互动反映的学校教学环境以及老师对学校升学压力的感知，与学生

的学业水平之间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关联。师资水平作用不显著，有

可能与各校的师资情况普遍较好有关。① CEPS 数据显示，各校本科及

以上教育程度的教师所占比例的均值约为 83% ( 见表 1) ，并且校际变

异不大，因此难以表现出可测量的影响; 对于学校教学环境，在加入学

生学习基础变量之前，其对学生目前的学业水平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影

响，但加入学习基础变量之后，基于师生互动测量的学校教学环境效应

不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师生之间的互动与学生的学习基础之间存在

着微弱的相关; 对于教师感知到的升学压力，考虑到本研究考察的是八

年级学生，离中考还有一定时间，所以压力可能还没有转化为有效的行

为。对于学校教学管理的另一个维度，即学生每日在校时长，本研究也

未能发现其与其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具有显著关系。
总之，如果把学生第二轮的学业水平作为考察的因变量，我们的确

可以发现，排名( 口碑) 越高、物质资源越丰富、总体生源水平和个体学

习基础越好、家长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校，学生的学业表现越出色，

这不仅与以往的研究发现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人们的经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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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外类似研究对学校整体师资水平的作用没有定论( Hanushek，1989，1997) ，但肯定了学

习压力( academic press) 的作用( Berends et al． ，2015) 。国内对学生会考成绩的研究肯定

了教师师资水平( 研究生以上学历比例) 的重要性( 王骏等，2017 ) 。本研究使用的学校

师资水平的信息来源于校长问卷，它所统计的本科教育程度涵盖了全日制本科和成人本

科。但我们根据任课教师填答的信息发现，学校之间师资的差异可能更多地体现在是否

接受过全日制本科教育，但校长问卷无法区分二者，这可能是本研究中师资水平没有显

著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引发了家长的择校行为与“学区房”的兴

起。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考察，把学生学业水平的变化( 增值) 作为分

析对象，这些学校特征是否依旧有效呢? 由此，我们引入了第二个系列

的模型，增值系列模型( 模型 5 － 7) 。①

模型 5 － 7 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各个层面的因素对学生学业水平

变化的影响，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个体初始水平差异造成的影响，更

加清晰地识别学校层面因素的“净”作用。与第一个系列的模型( 模型

1 － 4) 和人们的经验认识不同，第二个系列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那些

与学生目前学业水平紧密相关的因素并不一定会同等地促进学生学业

水平的进步。
一旦考察的因变量转化为动态的学业水平变化，排名中上的学校

与中等及以下学校之间的差异就不再具有显著性( 模型 5 － 6) ; 而控制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之后，排名最好的学校也失去了显著优势 ( 模型 5
与 6 比较) ; 资源方面，学校物质资源一直具有显著效应，师资水平则

不具备显著性; 生源水平( 模型 7) ，包括学校整体的生源和学生个体入

学之初的学习基础，都具备显著性。总体而言，学校社会经济地位、物
质资源和生源水平这三个因素不仅与学生目前的学业水平紧密相关，

而且对学生一定时期内的学业提升也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 模型 7)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就读于该校的学生进

步幅度也越大。数据显示，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每提高 10%，学生的学

业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大约可以提高约 0. 04 个标准分( =0. 397 /10) 。就

读于整体生源水平越高的学校，学生日后在学业水平方面的进步也越

显著; 而学生六年级时的学习吃力程度每增加 1 分，学生的进步幅度大

约下降 0. 206 个标准分。除此之外，无论是学校的师资水平，还是体现

在教师对学生的鼓励和表扬方面的教学环境或学校管理制度方面的安

排，对学生学业水平的进步都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的假设中只有

假设 2A( 物质资源) 、假设 4A( 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和假设 4B( 学校的

生源水平) 得到了验证，其他假设都未能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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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个系列模式的实质性差异在于，第二个系列的模型增加了七年级的学业水平( 初始认

知水平得分) 作为控制变量，因为学生的起点不同，变化的空间也不同( 起点高的学生提

升的空间小) 。之所以用学业水平的变化 /增值，而不是目前的( 八年级) 学业水平作为

因变量，是因为变化看起来更直观、更容易理解。在基于纵贯数据的学业增值研究中，通

常是把后一期( t) 的学业水平作为因变量，控制前一期( t － 1) 的学业水平。



总体而言，本研究发现，如果把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 /增值作为因

变量进行分析，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学生家长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水平

较高、物质设施更加完备、整体生源水平比较好的学校能够有效改善学

生的学业水平; 进入初中之前就拥有良好学习基础的学生，在学业水平

的提高方面更占优势。与此相反，在其他变量都相等的情况下，那些在

本地区排名靠前、或者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时间更长、教师面临更大升

学压力的学校却不一定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提高，尽管其学

生目前的学业水平可能会更高一些。
综合考虑两套模型，不难发现，无论是把学生第二轮的学业水平还

是学业水平的变动趋势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学校社会经济地位、物质

资源和生源水平都具有显著效应。学校的高社会经济地位既表征着优

质的同伴环境 /效应( Palardy，2013) ，也反映了学校背后强大的家庭资

源和支持，因此可以通过其营造的良好学业氛围和资源优势作用于学

生的学业表现，促进学业进步; 就读于整体生源水平高的学校的学生进

步空间也更大，背后反映的可能也是同伴效应。相关研究已发现，同伴

群体是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情境，它同时发挥着榜样和规范( 同

伴压力) 的作用，促使处于相同情境的学生形成相似的价值观和学习

态度，促进彼此的学业进步( Ryan，2001 ) 。此外，就当地所谓的“好”
学校来看，虽然它们的学生确实在学业水平方面表现更优异，但在促进

学生的学业提升方面，这些“好”学校却并不一定具有显著作用，即控

制学生整体家庭背景和生源水平之后，当地社区公认的“好”学校并不

一定拥有更强的加工能力，学校的师资水平也如此。
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建立 HLM 随机系数模型，未展示) 还发现，学

校在社会经济地位、物质资源和整体生源水平方面的优势对拥有不同

学习基础的学生来说作用是一致的，即本身学习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

并不会因为进入了优势学校而在学业方面获得更大的改善。

五、结论和讨论

家庭和学校是教育的两个最重要场所。家庭对学生学业成绩和教

育获得的作用及途径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承认，但是关于学校因素对学

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大小和具体影响途径，研究者尚未取得一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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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发现，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对学生的学业

水平有着更重要的影响作用( Heyneman，1976) 。在中国，研究的确发

现了学校，特别是学校的属性和资源与学生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重

点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显著优异于非重点学校，并且一般来说，重点学

校的师资和物质资源也优越于非重点学校( 王骏等，2017) 。这样的研

究结果既符合学生家长对现实的观察，奠定了他们选择和行动的基础，

同时也构成了政府政策制定的依据。家长们各施其法，努力将孩子送

进当地名校，造成“学区房”价格暴涨以及群众对教育公平的疑问; 而

政府则期望通过诸如鼓励名校兼并弱校、建立教育集团等各种方式来

平衡教育资源，弥补学校之间在名气、师资和物质资源等方面的差距

( 王斌，2014; 杨志成，2015) 。
但学校真的能化腐朽为神奇，大幅度促进学生的学业进步吗? 把

孩子送进当地社区公认的好学校是否就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业水平，帮

助孩子实现逆袭? 不同的学校在培养学生方面是否真的存在很大差

别? 以往的多数研究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它们考察的是学生在

某个时点的学业表现，而未能控制学生初始水平的差异和学校整体生

源水平的差异。
本研究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因变量扩展到学生在一定时期

之内学业水平的变化情况，期望通过对学生成绩动态变化趋势的分析，

更清晰地揭示学校的质量以及学校内部各具体因素对学生学业提升的

作用。更具体地说，本研究希望能够回答排名更靠前的学校、资源更充

足的学校是否更能提升学生的学业表现。这一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家长

未来的教育选择和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

认知到学校在改善学生学业水平方面所发挥的真实作用，以更准确地

回答在面对由学生家庭背景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结构时，学校的作用

大小、机制与方向( 扩大 /维持 /缩小) 。
与实际生活中的认知相反，本研究发现，尽管“好”学校学生的学

业表现确实更加优异，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好学校并不一定能够更有

效地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换句话说，学生的学业水平并不会因

为进入了这样的好学校就发生质的飞跃。整体师资水平和学校部分管

理措施的效用也如此。
不过，学校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生源水平以及学校物质资源设备

的完备状况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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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学校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源水平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与谁一起学

习( 同伴效应) 的重要性。一方面，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了学生整

体的家庭状况，学生的各项家庭资源都可以成为学校可资利用的文化

和社会资本，以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相似家

庭背景学生的聚集所形成的一种同伴氛围和学业环境，并影响到学生

的学习态度和结果( Coleman et al． ，1966; Dreeben ＆ Bar，1988 ) 。而

学校整体的生源水平则反映了学生的学业起点以及高水平学生聚集所

形成的学业环境。学校物质资源的完备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

校聚集、动员和吸引资源的能力，并可以将之用于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

改进和提高。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虽然学校的上述特征的确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学生的学业进步，但也不大可能帮助入学之时基础较差的学

生实现“逆袭”。也即无论学生基础好坏，学校的提升作用对所有学生

都是一致的。基础差的学生并不会因为进了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学校而

比基础较好的同校学生取得更大幅度的进步，虽然相比那些与其水平

相当但进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进步

幅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
相比之下，学生个体层次的因素，包括学习基础和学习努力程度

( 学习习惯) 等在促进学业提升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如果学

生在六年级时就感觉学习非常吃力，这将极大地限制其以后的进步幅

度; 而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则将有效地促进日后学业水平的提升。
总体而言，本研究从学业动态发展的角度验证了内因是事物变化

发展的根本这一古老智慧，即如果想要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更快地促

进学生进步，只把学生送进好学校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生从小

就要奠定扎实的学习基础，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但学校也的确也在

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有效作用，在促进学生进步方面，学校的同伴环境和

学业氛围比物质资源和师资资源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这一发现在某

种程度上颠覆了对学校惯常作用的看法，即学校能够“点石成金”。与

此相反，本研究更多地证实了“是金子才会发光”。学习的过程也是一

个积累的过程，只有通过前期的积累并与高水平的同伴一起切磋，个体

在后期才更有可能“厚积薄发”，发挥出更大的潜力。
此外，本研究的发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家庭背景在学校教

育中的重要性。学生的家庭背景不仅以个体的力量作用于子女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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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更重要的是，相似家庭背景学生的聚集所创造的集体氛围也对

学生的学业表现发挥着重要影响。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难以改变的情

况下，学校的社会经济地位构成成为其他 国 家 教 育 改 革 的 着 力 点

( Crosnoe，2009; Palardy，2013) ，鼓励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进入社会

经济地位较高的学校，让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分享有利于改善学业水

平的学校环境，有望缩小不同家庭背景对学业的影响差异，推动社会不

平等结构的改善。
就本研究而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可能

更多地体现了学区制背后所反映的居住隔离状况。如何预防居住隔离

进一步强化，防止其通过影响学校的阶层构成和教学环境进一步影响

学生的教育和职业获得，导致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固化，是我们目前在城

市居住格局规划和学校招生政策制定时应该考虑到的问题。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诸多局限。首先，本研究使用学生的认知能力

得分作为学业水平的代理变量，尽管二者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但认知能

力更多强调学生的基本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并不一定直接涉及

学校课程所教授的具体知识，不能完全等同于学业水平，因此本研究的

发现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其次，本研究所关注的学生学业水平变化的

时间间隔只有一年，从整个学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年的观察期较短，

有些学生可能尚未发挥出自身潜力，因此难以展现学业发展的最终结

果。如果可以从一个更长的观察周期来观察学生学业变化，研究发现

将更有意义; 再次，考虑到国内关注学校效应的研究还较少，本研究希

望在研究的初期能对此问题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但导致对相关议

题的探讨不够深入。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使用 CEPS 的多期

数据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索。
此外，由于作者水平以及数据收集的限制，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存

在不少疏漏。一些个体的因素，比如家庭背景或者学习习惯等变量会

同时作用于学生第一次和第二次成绩，其对学业增值的影响到底是来

源于家庭或者个体本身的效用，还是受到了学校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

动，本文未能就此进行清晰的阐述。如果是后者的影响，那么这些效用

也可以部分归因于学校效用; 此外，更精细的研究可能还会考虑到暑期

效应对学生学业进步的潜在影响( 在暑期的学业行为更多地反映了家

庭的作用) ，以及如何去除它以得到学校的净效应，等等。我们惟有寄

望于这个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教育社会学更加深入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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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地揭开学校在教育获得过程中的运作机制。
另外要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是学校的各种特征与学生学业水平

变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学校教育对学生学业水平是否有影响。因此，

本研究的结果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学校教育对于学生的学业水平没有促

进作用; 再者，学校对学生的影响应该涵盖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综合发

展，学业 /认知的发展仅仅只是学校作用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的考察

只能说是对学校作用的一个局部考察，希望未来有更多更全面的资料

可以帮助我们对学校的效用进行综合考察; 最后，本研究所探讨的是义

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作用，高中阶段的学校具有更大

的变异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可能无法推广到对高中阶段学校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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